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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评估生态风险是实现国家公园管理的关键技术环节。 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为案例，基于“生态风险源⁃受体⁃响应”生态

风险理论框架，构建了国家公园生态风险评价体系并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合统计数据、遥感影像、问卷调查和访谈数据等多源

数据，采用 ＧＩＳ 空间叠加分析技术，对钱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风险进行了定量化评估，并揭示了其空间分布特征。 研究发现，钱
江源国家公园的低生态风险与极低生态风险区域分别为 ３６．５３ ｋｍ２ 与 ５８．５０ ｋｍ２，占总面积的约 ５２．６８％，主要集中在国家公园

北部和中部的生态保育区；中、高生态风险区域的面积占比分别为 ３２．８１％与 １４．４１％，这些区域呈片状分布，主要位于国家公园

中部的传统利用区、游憩利用区以及部分保育区和南部边缘地带，主要风险源包括游憩活动、农业耕作、森林火险、地质与气象

灾害等。 依据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建议对不同生态风险等级区域采取差异化的防控措施，加强自然灾害预警和生态监管

机制建设。 为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的识别与管理提供了理论模型方法参考，对自然保护地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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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ＺＨＯＵ Ｂｉｎ１， ２， ＨＵＡＮＧ Ｍｉｎｇｈｕｉ１， ＸＩＡＯ Ｌｉａｎｌｉａｎ３， ＹＵ Ｈｕ２，∗

１ Ｎｉｎｇｂ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ｉｎｇｂｏ ３１５２１１，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３ Ｃｈｉｎａ Ｗｏｍｅ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ｗａｓ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ｌｉｎｋ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ｕｓｅｄ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ａ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 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ｉｍａｇｅｒ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ｄａｔａ． Ｂｙ ａｐｐｌｙｉｎｇ ＧＩ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ｏｖｅｒｌａ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ｗ ａｎｄ ｖｅｒｙ ｌｏｗ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ｉ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ｗｅｒｅ ３６．５３ ｋｍ２ ａｎｄ ５８．５０ ｋｍ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ｌｙ ５２．６８％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Ｔｈｅｓｅ ａｒｅａｓ ｗｅｒｅ 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ｋ′ｓ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ｕｍ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３２．８１％
ａｎｄ １４．４１％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ｒｅａ，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ａ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ｒｋ′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ｐａ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ｅｄｇｅ．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ｄ
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 ｆｏｒｅｓｔ ｆｉｒｅ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ｒｅａｓ ｗｉｔ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ｖａｒｙｉｎｇ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ｉ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ｓ ａｎｄ ｏｆｆｅｒｅｄ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ｍｕｌｔｉ⁃ｓｏｕｒｃｅ ｄａｔａ；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生态系统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已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强调了保护地

球生物多样性和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１］。 国家公园作为保护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区域，承
担着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使命。 尤其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国家公园的生态保护作

用愈发突出［２］。 国家公园作为国家生态保护的重要载体，不仅在生态保护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还能有效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提供坚实保障。 但

是，随着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加剧，国家公园可能面临着一系列生态风险，如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系统退化、
水土流失等［３—４］。 这不仅影响国家公园的生态功能和服务价值，还对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构成潜在威胁［５］。
因此，开展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综合评价研究既能够帮助管理人员识别、量化国家公园生态系统面临的核心威

胁，也可为制定科学、有效的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管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１　 文献回顾

１．１　 重金属扩散与环境污染

已有研究多采用定量方法分析国家公园沉积物和水体中的重金属污染，评估其对生态系统健康的威胁。
例如，Ｔｏｋａｔｌｉ（２０１７）以土耳其 Ｇａｌａ 湖国家公园为例，使用生态风险指数识别出了该地区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

量对湿地生态系统造成了显著影响，尤其是铅和镉等重金属的积累对水生生物的生存构成了威胁［６］。 这一

研究结果揭示了特定重金属对生态系统的负面影响，强调了基于污染物浓度和生物效应关系的风险评估方法

优越性。 同样，Ｔｎｏｕｍｉ 等（２０２２）通过风险系数法评估摩洛哥 Ｋｈｎｉｆｉｓｓ 泻湖国家公园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带来的

生态风险，并发现了交通、渔业和盐业作业活动等人类活动带来的重金属污染是重要的风险源［７］。 该研究不

仅验证了 Ｔｏｋａｔｌｉ 的重金属积累危害的结论，还将这一潜在风险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联系起来，展示了经济活

动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健康的长期影响。 但这类研究的时空尺度较为有限，未能全面揭示多污染源的交互作

用，且缺乏对多因子长期变化的综合分析。
１．２　 外来物种入侵与生态系统风险

国家公园的生物多样性面临着外来生物入侵威胁。 有研究发现，松甲虫的大量侵入不仅改变了加拿大

Ｂａｎｆｆ 和 Ｋｏｏｔｅｎａｙ 国家公园森林植物群落的结构，还对依赖这些森林栖息的动物物种产生了显著负面影响［８］。
类似的生态风险也在其他地区得到验证。 有研究强调了入侵物种对生态系统功能和物种多样性破坏的严重

性［９］。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入侵物种的威胁不仅局限于动物种群，还可能严重影响植物群落的结构。 例如，
Ｂｏｍａｎｏｗｓｋａ 等在对波兰国家公园的研究中发现，外来植物物种的入侵显著限制了本土植物的多样性，进而威

胁了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１０］。 以上研究揭示了外来入侵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动态扩展及其带来的生态风

险，表明其已成为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维护面临的关键挑战。 这就要求针对入侵物种开展监测和控制，保持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１．３　 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安全

气候变化已对全球自然保护地构成了持续的生态威胁，特别是极端天气、温度升高和降水模式变化等因

素，严重影响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 Ｇｏｎｚａｌｅｚ 等在对美国国家公园系统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
尽管气候模型提供了温度上升和降水减少的趋势预测，但单一的气候因子分析未能全面考虑气候变化的多维

度影响，尤其是气候变化与国家公园物种迁徙、栖息地退化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因素的交互作用［１１］。 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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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研究逐渐转向考虑气候变化与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脆弱性之间的相互作用。 Ｇａｏ 等研究了祁连山国家公园

生态系统对温度、降水和太阳辐射短期变率的空间响应，结果显示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响应具有高度的异质

性和非线性［１２］。 这对确定气候变化特别敏感区域及其影响因素对预测和管理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具

有重要意义，有助于保护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１．４　 生态风险管理

在生态风险管理实践中，风险分析工具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公园保护和管理。 Ｃａｒｅｙ 和 Ｂｕｒｇｍａｎ 提出了一

种基于生态风险的国家公园管理框架，该框架通过定量分析生态健康的关键指标识别潜在威胁，强调风险识

别对风险管理的重要性，更注重基于具体风险因子的管理决策优化［１３］。 Ｂａｙｌｉｓｓ 等进一步拓展了该框架，他们

构建了基于国家公园定量生态风险评估（ＱＥＲＡ）的管理框架，将点源和非点源污染结合，专门针对 Ｋａｋａｄｕ 国

家公园的洪泛区管理需求，量化了采矿和土地利用对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１４］。 该管理框架验证了其在多污

染源环境下的有效性，不仅为科学管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提供了精确的数据支持，还验证了生态风险管理在

脆弱生态系统中的适用性与可行性。
１．５　 研究评述

从已有研究文献中不难发现，国家公园生态风险评价研究存在以下亟待完善的空间。 （１）在风险因子识

别方面，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单一污染源或风险因子的独立分析，缺乏对多因子交互作用及其累积效应的系统

性考量。 虽有研究采用了多源数据进行分析，但此类研究往往仅聚焦于重金属污染或外来物种入侵等单一维

度，未能建立多因子协同作用的综合分析框架，导致生态风险评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受到限制。 （２）在数据

整合方面，尽管已有学者在神农架国家公园等案例中尝试结合景观格局与环境监测数据进行生态健康评价，
但整体而言，当前研究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多源数据整合机制。 特别是在应对国家公园复杂生态系统的多因子

风险监测时，缺乏系统性的数据集成框架，难以支撑生态风险的综合评估与预测。 （３）在生态系统响应机制

研究方面，现有评估体系过度侧重于风险识别与威胁评估，而对生态系统的恢复力和适应力关注不足。 这导

致在生态管理策略制定中，往往仅采取局部性应对措施，缺乏基于生态系统整体性的恢复方案和适应性管理

框架，难以实现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的系统性调控。
综上所述，本研究以钱江源国家公园为案例地，基于风险源⁃受体⁃响应框架，结合污染源、物种多样性、自

然景观、游憩利用以及利益相关者等多源数据，构建了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综合评价模型，并探讨国家公园生态

风险的空间分布特征，继而提出相应的生态风险管理措施。 本文尝试在国家公园生态风险评估领域实现以下

突破：首先，在理论框架层面，创建“风险源⁃受体⁃响应”多维分析框架，突破传统单维度评估范式。 通过融合

风险源、生物多样性动态、生态景观、生态环境，以及利益相关者等多维度数据源，首次构建了国家公园多尺度

风险传递模型，系统解读自然⁃人为风险因子的交互作用机制。 其次，在方法学层面，探究基于 ＧＩＳ 空间异质

性解析的生态风险评估系统。 第三，在研究范式层面，通过构建“风险识别—阈值判定—管理响应”的闭环体

系，试图破解生态风险评估与宏观风险管理之间的尺度转换难题。 研究成果能够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精准制定

生态风险规避修复方案提供决策支持，更可为同一类型自然保护地的生态风险治理提供范式转移路径。

２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２．１　 理论框架

本研究采用风险源⁃受体⁃响应作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综合的理论框架。 该框架不仅能够系统识

别和分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来源，并通过界定风险受体，如水源地、珍稀物种和生态过程等，揭示受体的脆弱

性与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对风险源的反应，还能够深入分析受体在面对不同生态风险源时的响应机制，从而为

制定科学的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管理措施提供依据［１５］。
风险源是指可能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功能和结构产生威胁的各种外部因素。 其可分为自然风险源和人

为风险源，其中自然风险源通常包括气候变化、洪水、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人为风险源则主要表现为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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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类活动，如游憩资源过度开发、污染排放等［１６—１７］。 在国家公园生态风险评估中，风险源特征、强度、传播

路径和频率直接影响对生态系统的威胁程度和范围［１８］。
受体是指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中易受风险源影响的生态要素或功能，包括特定物种、栖息地、生态过程或整

个生态系统服务功能［１９］。 受体的脆弱性和适应性是决定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对外部风险反应的关键因素［２０］。
受体的反应能力不仅受生态系统自身特征影响，还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制约。 珍稀物种、重要生态栖息地及

关键生态过程（如水源地、栖息地连通性等）通常是国家公园生态风险主要的受体。
响应是指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中受体对外部风险源所作出的反应，通常表现为生态过程、功能或结构的变

化。 它不仅包括生态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还与外部干预措施密切相关。 由于国家公园生态系统对外部

风险源的响应通常具有非线性和滞后性，生态系统的恢复或衰退趋势可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２１］。 例如，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水源地水位下降，进而影响水生物种的生长与繁殖；而长期的水质污染可能引发物种灭绝

或栖息地破坏，进一步导致物种多样性下降和生态服务功能丧失。
在风险源⁃受体⁃响应理论框架中，受体将风险源与响应有机结合，形成系统性的保护机制，以规避生态风

险并保障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安全运行。 从图 １ 可知，从风险源角度，受体通过管控游憩活动、限制污染排放

和恢复关键栖息地方式，减轻外部干扰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直接威胁。 从响应角度，受体通过提升生态系

统适应力和恢复力，使其在外部干扰下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例如，通过生态修复、廊道保护和生境连通性

增强，受体强化了自身韧性。 基于风险源和响应的动态关联，可以制定有针对性的生态管理策略，并借助科

技、管理和经济手段协同提升国家公园的生态安全，确保可持续发展。

图 １　 国家公园生态风险源⁃受体⁃响应基本要素

Ｆｉｇ．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ｋｅｙ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２．２　 研究区概况

钱江源国家公园位于浙江省开化县境内，毗邻安徽省休宁县和江西省婺源县、德兴市，２８° ５４′—２９°３０′Ｎ
和 １１８°０１′—１１８°３７′Ｅ 之间，包含古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和钱江源省级风景名胜区三

个自然保护地，总面积 ２５２ ｋｍ２（图 ２）。 钱江源国家公园隶属于孕育于中生代侏罗纪的白际山脉，其山体岩性

以花岗岩、花岗斑岩为主，地貌类型坡地以重力地貌为主，伴有断层、河流阶地、峡谷等地貌景观。 钱江源国家

公园属于中亚热带湿润季风区，一年四季降雨量相对较多并且光照充足，日平均气温为 １６．２℃。 钱江源国家

公园森林覆盖率为 ８１．１９％，拥有全球稀有的中亚热带低海拔典型的原生常绿阔叶林地带性植被。 国家级Ⅰ
级、Ⅱ级和Ⅲ级重点保护植物分别有 １ 种、５ 种、１２ 种，以及 ３４ 种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中白颈长尾雉、
黑麂、云豹和豹等 ４ 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钱江源国家公园是中国首个以自然生态系统完整性为主

要保护对象的国家公园，也是长三角地区唯一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典范。
２．３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２．３．１　 风险源

钱江源国家公园的自然风险源涵盖了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生物病虫害等。 干旱、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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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钱江源国家公园区位简图

Ｆｉｇ．２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等气象灾害可能导致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水资源短缺或温度波动，进而影响物种栖息地的稳定性。 地质灾害

则直接改变地形地貌，破坏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承载力。 外来物种入侵不仅会扰乱钱江源国家公园物种的生存

环境，还可能通过竞争、捕食等方式对原生态种群造成威胁。 生物病虫害则通过减少生物多样性，破坏国家公

园植被覆盖。 钱江源国家公园人文风险源主要涉及游憩利用，当地社区农业生产及生活活动。 随着国家公园

游憩利用的持续推进，访客数量增加会给其生态环境带来直接压力，例如植被破坏和生态景观退化等。 当地

社区农业生产和生活活动过程中的化肥使用、污水排放和固体废弃物增加，可能引发国家公园水体富营养化

和土壤污染，进而破坏水质和土壤生态系统健康。 因此，本文选择了自然风险源中的气象灾害频率、地质灾害

频率、入侵物种密度、生物病虫害频率，人文风险源中的访客密度、农家乐密度、民宿密度、农业化肥使用量、污
水排放量、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共 １０ 个指标作为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源指标体系（表 １）。

表 １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源指标与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三级指标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权重 １
Ｗｅｉｇｈｔ １

权重 ２
Ｗｅｉｇｈｔ ２

风险源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 （Ａ１） 自然风险源 （Ｂ１） 气象灾害频率 （Ｃ１） ０．３０９ ０．０４４５
地质灾害频率 （Ｃ２） ０．２５４ ０．０３６６
入侵物种密度 （Ｃ３） ０．１８９ ０．０２７２
生物病虫害频率 （Ｃ４） ０．２４９ ０．０３５９

人文风险源 （Ｂ２） 访客密度 （Ｃ５） ０．２３２ ０．０５０１
农家乐密度 （Ｃ６） ０．１６７ ０．０３６１
民宿密度 （Ｃ７） ０．１５６ ０．０３３７
农业化肥使用量 （Ｃ８） ０．１３９ ０．０３００
污水排放量 （Ｃ９） ０．１７７ ０．０３８２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Ｃ１０） ０．１２８ ０．０２７６

　 　 Ａ１：风险源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Ｂ１：自然风险源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Ｂ２：人文风险源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ｇｅｎｉｃ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Ｃ１：气象灾害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Ｃ２：地质灾害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Ｃ３：入侵物种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Ｃ４：生物病虫害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ｓ ／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５：访客密度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Ｃ６：农家乐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７：民宿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ｓ；Ｃ８：农业化肥使用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ａｇｅ；Ｃ９：污水排放量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ｖｏｌｕｍｅ；Ｃ１０：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ｖｏｌｕ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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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　 风险受体

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是国家公园生态风险评估中的关键受体，其健康与稳定直接决定着生态

系统的服务功能和可持续性。 通过衡量生态受体指标，能够有效评估国家公园潜在的生态风险，为生态保护

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自然景观完整性是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础。 景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和景观优势

度等指标可以有效评估国家公园景观的空间结构及其连通性。 景观破碎度和景观分离度的增加会导致栖息

地的片段化，阻碍物种之间的迁徙与基因交流，进而增加生态系统的脆弱性［２２］。 而景观优势度则反映了某一

生态单元在景观中的主导地位，过度的优势度可能导致物种多样性降低，限制生态过程正常进行［２３］。 故而，
选择了景观破碎度指数、景观分离度指数和景观优势度作为衡量自然景观的评价因子。

生态环境健康状况是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关键因素。 土壤侵蚀强度、环境噪声强度和植被覆盖率是衡

量国家公园生态环境质量的重要指标。 土壤侵蚀强度反映了土地退化程度，严重的土壤侵蚀不仅会导致水土

流失，还会破坏栖息地和生境质量［２４］。 环境噪声强度则影响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行为、栖息和繁殖，过高的

噪音干扰会降低物种的生存适应性［２５］。 而植被覆盖率减少通常与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降低和生态服务功能

衰退密切相关［２６］。 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前提下，选择了土壤侵蚀强度、环境噪声强度、植被覆盖率 ３ 个因

子评价生态环境。
生态系统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是国家公园生态风险受体的核心表现。 生物丰度指数和国家级保护物种

数量是评估生态完整性的重要指标。 生物丰度指数反映了生态系统中物种的丰富度，高丰度的物种群体通常

意味着生态系统功能健全［２７］。 国家级保护物种数量直接影响生态系统的遗传多样性和物种保育状况，其数

量的减少往往意味着生态系统退化和不可逆转损失。 故而，选择生物丰度指数、国家级保护物种数量作为衡

量生态系统质量的指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由自然景观、生态环境和生态系统 ３ 个一级指标，８ 个二

级指标组成的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受体指标体系（表 ２）。

表 ２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受体评价指标与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三级指标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权重 １
Ｗｅｉｇｈｔ １

权重 ２
Ｗｅｉｇｈｔ ２

受体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Ａ２） 自然景观 （Ｂ３） 景观破碎度指数 （Ｃ１１） ０．３３３ ０．０２５８
景观分离度指数 （Ｃ１２） ０．３０８ ０．０２３９
景观优势度 （Ｃ１３） ０．３６０ ０．０２７９

生态环境 （Ｂ４） 土壤侵蚀强度 （Ｃ１４） ０．２４２ ０．０２８８
环境噪声强度 （Ｃ１５） ０．２８６ ０．０３４０
植被覆盖率 （Ｃ１６） ０．４７３ ０．０５６２

生态系统 （Ｂ５） 生物丰度指数 （Ｃ１７） ０．５６３ ０．０７６９
国家级保护物种数量 （Ｃ１８） ０．４３８ ０．０５９８

　 　 Ａ２：受体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Ｂ３：自然景观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Ｂ４：生态环境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Ｂ５：生态系统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Ｃ１１：景观破碎度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Ｃ１２：景观分离度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Ｃ１３：景观优势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Ｃ１４：土壤侵蚀强度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１５：环境噪声强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１６：植被覆盖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ｅ； Ｃ１７：生物丰度指数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Ｃ１８：国家级保护物种数量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２．３．３　 风险响应

在国家公园生态风险评价中，政府管理部门、当地社区和游客作为主要的生态风险响应者，其作用至关重

要。 研究表明，政府的生态管理能力决定了生态风险的有效应对与资源的合理配置［２８］。 在此框架下，环境保

护设施、应急响应能力、环保资金投入和风险监管能力是测量政府响应能力的关键指标。 环境保护设施完备

程度直接影响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措施的实施效果。 而环保资金投入和生态风险监管能力则反映了政府在财

政和组织层面的支持力度，是决定国家公园保护政策执行力的重要因素。
国家公园社区是显著影响生态系统保护成效的重要因素［２９］。 通过社区环保意识、社区环保措施和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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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机制等指标，可以评估国家公园社区在生态风险响应中的积极性和应对能力。 社区环保意识的提高有助

于增强居民参与生态保护的主动性，进而减少对生态系统的干扰［３０］。 有效的社区环保措施和生态补偿机制，
能够平衡生态保护与社区利益，减少对生计的负面影响，继而提升国家公园社区参与保护的积极性［３１］。

游客环保意识与行为对国家公园生态安全维护有着直接影响。 游客环保意识的提高与环境教育的普及

能够显著改变游客的行为模式，从而减少其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３２］。 游客自我约束则通过制定

明确的行为规范和监管措施，约束不当行为，继而减少自身不合理游憩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干扰［３３］。 因此，本
研究构建了由政府、社区和游客三个 ２ 级指标、１０ 个评价因子构成的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响应指标体系

（表 ３）。

表 ３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响应指标与权重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一级指标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二级指标
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三级指标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权重 １
Ｗｅｉｇｈｔ １

权重 ２
Ｗｅｉｇｈｔ ２

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Ａ３） 政府层面 （Ｂ６） 环境保护设施 （Ｃ１９） ０．１７２ ０．０２６３
应急响应能力 （Ｃ２０） ０．２８８ ０．０４４０
环保资金投入 （Ｃ２１） ０．２３８ ０．０３６４
风险监管能力 （Ｃ２２） ０．３０１ ０．０４６０

社区层面 （Ｂ７） 社区环保意识 （Ｃ２３） ０．３３９ ０．０３０６
社区环保措施 （Ｃ２４） ０．２１６ ０．０１９５
社区补偿机制 （Ｃ２５） ０．４４５ ０．０４０２

游客层面 （Ｂ８） 游客生态意识 （Ｃ２６） ０．４４５ ０．０２８４
访客环境教育 （Ｃ２７） ０．３３９ ０．０２１６
访客自我约束 （Ｃ２８） ０．２１６ ０．０１３８

　 　 Ａ３：响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Ｂ６：政府层面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ｌｅｖｅｌ； Ｂ７：社区层面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ｅｖｅｌ； Ｂ８：游客层面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ｌｅｖｅｌ； Ｃ１９：环境保护设施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Ｃ２０：应急响应能力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２１：环保资金投入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Ｃ２２：风险

监管能力 Ｒｉｓｋ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２３：社区环保意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Ｃ２４：社区环保措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２５：社区补偿机制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２６：游客生态意识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Ｃ２７：访客环境教育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２８：访客自我约束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２．４　 数据来源与收集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涵盖统计数据、空间数据、访谈数据和问卷数据四种类型。 统计数据主要来源于钱

江源国家公园下属的四个乡镇政府以及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 空间数据的获取则依托国家基础地理信息

中心、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数据中心以及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资源保护中心。 具体包括：钱江源国家公园及

其四个乡镇的行政区划矢量界线、开化县土地利用数据、数字高程模型（ＤＥＭ）数据、归一化植被指数（ＮＤＶＩ）
数据、旅游资源点数据，以及开化县重点保护动植物分布数据和乡道及以上等级道路网数据。

访谈数据和问卷数据主要用于调查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响应的评价指标。 其中，访谈数据重点围绕

政府层面的环境保护设施情况（Ｃ１９）、应急响应能力（Ｃ２０），环保资金投入（Ｃ２１），风险监管能力（Ｃ２２）以及社区

层面的环保措施（Ｃ２４）和补偿机制（Ｃ２５）展开。 基于访谈结果，按照李克特 ５ 级标度法对其进行赋分。 问卷数

据主要涉及社区层面的社区环保意识（Ｃ２３）和游客层面的游客生态意识（Ｃ２６）、访客环境教育（Ｃ２７）、访客自我

约束（Ｃ２８）。 在参考已有文献的基础上［３４—３５］，结合国家公园社区情境，共使用“我担心生活垃圾和废弃物造

成的国家公园社区环境污染”、“我关注国家公园社区的噪音问题”、“我关注国家公园社区的绿化问题”、“我
愿意将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投放”、“我了解很多与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保护有关的观点”５ 个题项进行测量钱江

源国家公园社区环保意识（Ｃ２３）。 在参考已有的基础上［３６—３８］，访客生态意识（Ｃ２６）使用“我对世界的环境非常

担心”、“我认为人们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我认为自然界的平衡是非常微妙并且很容易被打破”、“我愿意

控制自己的消费以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４ 个题项测量。 访客环境保护教育效果（Ｃ２７）使用“相关人员会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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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环境保护信息”、“我了解了相关的国家公园环境管理措施”、“提高了我对国家公园森林环境的认

识”、“我能更深入地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关系”４ 个题项测量。 访客自我约束（Ｃ２８）则是使用“我会通过

实际行动保护国家公园环境”题项测量。 所有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５ 级标度法测量，取其均值作为实际值。
数据收集工作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至 ２６ 日进行。 在正式调研前，志愿者接受了关于半结构式访谈内容

设计、居民沟通技巧以及问卷分发程序的系统培训。 调研地点为钱江源国家公园范围内 ４ 个乡镇的 １９ 个行

政村。 研究团队对每个行政村负责人进行了时长约 ３０—４０ 分钟左右的访谈，并通过即时记录形成详细的调

研笔记。 此外，鉴于当地社区居民多集中于自然村落，平均每个村约有 ２０ 户常住居民，研究团队在行政村负

责人的协助下，采用便利抽样法进行入户调研。 对于游客问卷调研，同样采用便利抽样法，在游客集中的区域

分发问卷。
２．５　 评价指标分级

为确保国家公园游憩利用生态风险评价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首先需明确各评价指标的标准值，并据

此进行风险分级。 针对不同性质的评价指标，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包括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类主要使用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典型地方标准作为依据，例如《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 ３８３８—２００２）、《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ＧＢ １５６１８—２０１８）、《污水综合排放标准》（ＧＢ ８９７８—１９９６）、《声环境

质量标准》（ＧＢ ３０９６—２００８）、《环境空气质量标准》（ＧＢ ３０９５—２０１２）及《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试行）》（ＧＢ ３６６００—２０１８）等文件。 第二类则是通过参考游憩利用评价、其他保护地环境质量评

价、景观生态风险评价、生态安全或风险评价，以及适宜性评价的相关指标，采用类比方法确定风险等级。 第

三类主要对于缺乏前述标准的指标，基于本底值或背景值标准，即选取受人类活动干扰较低或未受干扰的区

域数据作为基准。 在等级划分上，基于研究区域的背景数据，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２ 中的自然断裂点法（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ｓ）对潜力得分进行标准化处理（表 ４）。

表 ４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综合评价指标分级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评价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单位
Ｕｎｉｔ

风险等级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极低风险等级 Ｉ 低风险等级 ＩＩ 中风险等级 ＩＩＩ 高风险等级 ＩＶ
气象灾害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Ｃ１）

次 ／ ａ ０．０００—０．５９６ ０．５９６—０．９７３ ０．９７３—１．３４９ １．３４９—１．９９９

地质灾害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Ｃ２）

次 ／ ａ ０．０００—２．５８８ ２．５８８—６．９４０ ６．９４０—１５．０５６ １５．０５６—２９．９９４

入侵物种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ｖａｓｉｖｅ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３）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０．０５０

生物病虫害频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ｏｆ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ｅｓｔｓ ／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 （Ｃ４）

次 ／ ａ ０．０００—０．３１６ ０．３１６—０．６４５ ０．６４５—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３．０００

访客密度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Ｃ５）

万人次 ／ ｋｍ２ ０—０．６６６ ０．６６６—２．０９３ ２．０９３—４．７２４ ４．７２４—８．１１７

农家乐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ｔｏｕｒｉｓｍ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６）

个 ／ ｋｍ２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７—０．０２０ ０．０２０—０．０３６ ０．０３６—０．０５０

民宿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ｏｍｅｓｔａｙｓ （Ｃ７）

个 ／ ｋｍ２ ０．０００—０．３１６ ０．３１６—０．６４５ ０．６４５—１．４３０ １．４３０—３．０００

农业化肥使用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ｒ ｕｓａｇｅ （Ｃ８）

ｔ ０—０．６６６ ０．６６６—２．０９３ ２．０９３—４．７２４ ４．７２４—８．１１７

污水排放量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Ｃ９）

ｔ ０—０．３４１ ０．３４１—０．８９９ ０．８９９—１．５６０ １．５６０—２．４２３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
Ｓｏｌｉｄ ｗａｓｔｅ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Ｃ１０）

ｔ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８７—０．２１０ ０．２１０—０．３５８ ０．３５８—０．４９２

景观破碎度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Ｃ１１）

／ ０．０５０—３３．１２７ ３３．１２７—６５．０４３ ６５．０４３—９６．３７８ ９６．３７８—１４８．６０４

景观分离度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Ｃ１２）

／ ４０．０２４—２３９０．３９９ ２３９０．３９９—６３５６．６５９ ６３５６．６５９—１１４２４．６５７ １１４２４．６５７—１８８４３．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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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价指标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单位
Ｕｎｉｔ

风险等级 Ｒｉｓｋ ｌｅｖｅｌ

极低风险等级 Ｉ 低风险等级 ＩＩ 中风险等级 ＩＩＩ 高风险等级 ＩＶ
景观优势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Ｃ１３）

／ ０—０．３４５ ０．３４５—０．５４２ ０．５４２—０．７７３ ０．７７３—１．０００

土壤侵蚀强度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１４）

／ 轻微 中度 强烈 极其强烈、剧烈

环境噪声强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ｎｏｉｓ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１５）

ｄＢ ３７．０００—４１．４４８ ４１．４４８—４３．９７１ ４３．９７１—４７．２９１ ４７．２９１—５３．９９７

植被覆盖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ｏｖｅｒａｇｅ ｒａｔ （Ｃ１６）

％ ０．５８０—０．９８４ ０．３８６—０．５８０ ０．１５５—０．３８６ ０．０３３—０．１５５

生物丰度指数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Ｃ１７）

／ ７９．８７２—９４．０００ ５２．１０６—７９．８７２ ３１．９８８—５２．１０６ ３．９７７—３１．９８８

国家级保护物种密度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ｐｒｏｔｅｃｔｅｄ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Ｃ１８）

个 ／ ｋｍ２ ０．００２—０．１３３ ０．１３３—０．２６１ ０．２６１—０．４８７ ０．４８７—０．８１９

环境保护设施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Ｃ１９）

／ ４．２２６—５．０００ ３．８５９—４．２２６ ３．５００—３．８５９ ３．０００—３．５００

应急响应能力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２０）

／ ４．８６３—５．０００ ４．６２１—４．８６３ ４．３３６—４．６２１ ４．０００—４．３３４

环保资金投入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Ｃ２１）

／ ２３７．５６１—３４９．９９５ １４８．１５６—２３７．５６１ ６０．１０６—１４８．１５６ ３．２１１—６０．１０６

风险监管能力
Ｒｉｓｋ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２２）

／ ４．６２５—５．０００ ４．３０５—４．６２５ ３．８３６—４．３０５ ３．０００—３．８３６

社区环保意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Ｃ２３）

／ ４．２６９—４．５４５ ４．０９４—４．２７０ ３．９５６—４．０９４ ３．７６０—３．９５６

社区环保措施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２４）

／ ４．７０３—５．０００ ４．２８９—４．７０３ ３．７５８—４．２８９ ３．０００—３．７５８

社区补偿机制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２５）

／ ２．９２２—３．０００ ２．７５４—２．９２２ ２．４６１—２．７５４ ２．０００—２．４６１

游客生态意识
Ｔｏｕｒｉｓ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Ｃ２６）

／ ４．５５６—５．０００ ４．３８５—４．５５６ ４．２２７—４．３８５ ３．８７５—４．２２７

访客环境教育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２７）

／ ４．０６７—４．２４０ ３．９４７—４．０６７ ３．８２８—３．９４７ ３．６００—３．８２８

访客自我约束
Ｖｉｓｉｔｏｒ 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２８）

／ ４．２３８—５．０００ ３．８１７—４．２３８ ３．３４８—３．８１７ ２．０００—３．３４８

２．６　 指标权重计算

本研究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确定指标权重。 主要由于其能够有效整合统计数据、遥感影像及社会调

查等不同数据类型，通过标准化转换消除量纲差异，并利用专家群体决策平衡主客观信息，同时，ＡＨＰ 的层级

结构适配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多维度风险解析，通过一致性检验保障逻辑严谨性，结合敏感性分析和实地验

证确保权重结果稳健性，从而在复杂生态风险系统中实现多维度数据的可解释性权重分配。 首先向 １５ 位有

过钱江源国家公园相关工作经验的专家发放问卷，并要求他们以 ９ ／ ９—９ ／ １ 标度法对各项生态风险评价指标

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 由于专家对各指标间重要程度的认知存在差异，经过两轮反馈才最终形成指标的标

定值，并以此构建各层判断矩阵。 随后，利用 Ｍａｔｌａｂ 软件计算出每个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 λｍａｘ及对应权向

量，并对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从而确定国家公园生态风险评价指标权重（表 １ 和表 ２）。
２．７　 综合评价模型

在计算指标权重的基础上，实现对国家公园生态风险进行定量化综合评价。 在该方法中，根据风险等级

从低到高的原则，将评价体系中的每个指标划分为四个等级，并分别赋分 １ 至 ４ 分。 各指标得分与其对应的

权重相乘后，加权求和即可得出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的综合评价分值（公式 ４）。 具体公式如下：

ＥＲＩ ＝ ∑ ｒ ｊ × ω ｊ （４）

式中，ＥＲＩ 表示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综合评价结果；ｒ ｊ为第 ｊ 个评价指标赋分值；ωｊ为指标权重。 为明确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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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将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评价结果的值域（ｘｍｉｎ， ｘｍａｘ）等分为四级，由高到低分别对应高风险、中风险、
低风险和极低风险。

３　 研究结果

３．１　 风险源评价结果

利用表 １ 中钱江国家公园生态风险源评价的 １０ 个指标，通过叠加分析法对其生态风险源进行了评估。
因自然断裂法在最大化数据内在差异、提高风险评价准确性、减少主观干预、适应复杂数据分布、以及与

ＡｒｃＧＩＳ 工具兼容性等多方面的优越性而被采用［３９—４０］，该方法在空间分析中显示出广泛的适用性，尤其对于

处理包括游憩资源密度在内的离散分布数据以及其他生态风险指标，能够提供更为科学和精确的分级结

果［４１］。 在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本研究应用自然断裂法对 １０ 个指标进行了分级赋值，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 １ 至 ４。
计算结果显示，钱江源国家公园极低风险源面积为 ６６．６６９ｋｍ２、低风险源、５６．４５１ｋｍ２、中风险源、４１．２１ｋｍ２、高
风险源 １５．４１７ｋｍ２，其占比如分别为：３７．０２７％、３１．３５１％、２３．０６０％、８．５６２％。

图 ３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源评价结果

Ｆｉｇ．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ｉｓｋ ｓｏｕｒ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图 ３ 揭示了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源的危险度空间分布特征。 具体而言，Ⅰ级和Ⅱ级的较低生态风险

源区域主要分布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的生态保育区与传统农业区。 生态保育区中生态风险较低的区域尤其集

中在齐溪镇以及何田乡的齐溪村、左溪村、里秧田村、田畈村和陆联村等地，这些区域植被覆盖率较高，生态系

统的自我调节能力较为完善。 同时，长虹乡的真子坑村也属于此类低生态风险区域，该村落及其周边地区生

态保护措施相对完善，生态功能稳定。 相比之下，较高生态风险源的Ⅲ级和Ⅳ级区域，即中、高风险区域，则主

要集中在长虹乡和苏庄镇的苏庄村、毛坦村、古田村和霞川村等传统利用区。 这些地区以较为集中的人类活

动，包括农业耕作生态、旅游开发以及相应基础设施建设等，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构成了较大的压力。 其中，
苏庄镇的古田村和霞川村生态风险较高，与当地农业生产模式和生态旅游开发强度密切相关，农业施肥、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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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旅游设施建设等行为都会增加生态风险。
３．２　 风险受体评价结果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受体评价涵盖了 ３ 个二级指标和 ８ 个三级指标。 通过 ＧＩＳ 空间加权叠加分析，
评价结果被划分为四个等级，各等级得分标准从低到高依次赋分为 １、２、３、４。 相应地，每个风险等级由低到

高的面积分别为：４８．１５８ｋｍ２、６８．２４９ｋｍ２、４４．８７８ｋｍ２、１８．７７３ｋｍ２，其相应占比为 ２６．７４６％、３７．９０４％、２４．９２４％、
１０．４２６％。 评价结果如图 ４ 所示，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受体的中、高风险区域主要集中分布于中部何田

乡和长虹乡的传统利用区，这些区域因农业活动频繁以及旅游开发等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而增加了自然景观

的破碎度，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生态系统敏感性。 还有部分中、高风险区域零星分布在国家公园西南边界地

带，这些区域邻近居民点，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受人类活动干扰较为明显。 然而，生态风险受体的极低和低风

险区域主要分布在受严格保护钱江源国家公园北部齐溪镇及齐溪流域、中部区域和西南部核心保护区外围。
这些区域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保护较好，植被覆盖率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和自然修复能力相对较强，属于国家

公园生态保育区。

图 ４　 钱江源国家公园风险受体评价结果

Ｆｉｇ．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３．３　 风险响应评价结果

在对钱江源国家公园风险响应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通过权重集成方法对其进行了综合评价。 结果如

图 ５ 所示，各等级风险响应区域的空间面积和占比分别为：Ⅰ级区域（高响应，低风险）面积为 ２８．２０６ｋｍ２，占
国家公园总面积的 １５．６６５％；Ⅱ级区域（较高响应，较低风险）面积为 ５０．８２５ｋｍ２，占比为 ２８．２２７％；Ⅲ级区域

（中响应，中等风险）面积为 ６６．４８９ｋｍ２，占比 ３６．９２７％；Ⅳ级区域（低响应，高风险）面积为 ３４．５３８ｋｍ２，占比

１９．１８１％。 从空间分布特征看，高响应区域（低风险和较低风险）主要位于钱江源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边缘地

带的生态保育区，这些区域生态保护和生态风险监管措施相对完善，环保资金充足，具备较强的抵御生态风险

能力。 而中低响应区域（中高风险）则主要集中分布在齐溪镇、长虹乡和苏庄镇传统利用区的部分区域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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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憩展示区及周边地区。 这些区域内国家公园游憩活动较为频繁，生态监测与评估不足，加之生态系统本身

的脆弱性使其对外界扰动的响应能力较弱。

图 ５　 钱江源国家公园风险响应评价结果

Ｆｉｇ．５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３．４　 综合评价结果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综合评价及其分级计算结果显示，极低风险、低风险、中风险和高风险四个生态

风险等级的面积分别为 ３６．５３ｋｍ２、５８．５０ｋｍ２、５９．０８ｋｍ２、２５．９５ｋｍ２，占国家公园总面积的比例分别为 ２０．２８８％、
３２．４８８％、３２．８１４％和 １４．４０９％。 从空间分布来看（图 ６），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极低生态风险和低生态风险区域

主要位于齐溪镇以及何田乡的生态保育区，这些区域生态保护措施相对严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相对完善，受
人类活动影响较小。 而中、高生态风险区域主要呈成片镶嵌在国家公园中部的传统利用区和游憩展示区，并
集中分布在国家公园中部和南部的生态保育区。 这些区域受到旅游开发、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多种人

类活动的共同作用，使得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承载压力较大，生态系统受到较多干扰和威胁。

４　 讨论与结论

４．１　 讨论

４．１．１　 风险源与国家公园生态风险

钱江源国家公园的主要自然风险源包括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低温冻害、夏秋暴雨等灾害性气

候，森林火灾和外来生物入侵等多种自然威胁。 由于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高度适应性与恢复力，使得自然风

险源在短期内对国家公园整体生态安全的影响相对有限。 Ｔｕｒｎｅｒ 等认为，生态系统在自然扰动后能够通过内

在修复机制恢复平衡［４２］。 换言之，在生物多样性丰富且生态连通性较好的低风险源区域中，生态系统通常表

现出较高的韧性，能够迅速适应灾害冲击并恢复其功能［４３］。 这验证了生态系统恢复能力在缓解灾害负面效

应中的核心作用［４４］，为深化现有理论认识提供了实证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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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综合评价结果

Ｆｉｇ．６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ｙｕ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ｒｋ

相较于短期扰动，长期的人为活动累积效应对生态系统稳定性的破坏相对较大［４５］。 有观点认为，长期的

人为活动往往会引发局部生态连通性下降和景观破碎化［４６—４７］。 钱江源国家公园的人为风险源主要包括农业

生产、游憩活动和基础和公共设施建设等。 在其高风险源区域，由于较高的人口密度和多样化的经济活动，诸
如长虹乡在旅游旺季所经历的游客激增现象，游憩活动和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对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施加了

更直接且迅速的压力。 这种压力会导致土壤侵蚀、景观破碎化以及污染物排放等问题的加剧，从而可能在短

期内对生态系统造成难以逆转的损害，进而威胁国家公园的生态功能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 这种现象验证了

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干扰所带来累积效应的观点［４８］。
４．１．２　 受体与国家公园生态风险

生态扰动理论认为生态系统在长期、持续的外部干扰之下更容易出现结构性破碎和生态功能的退

化［４９—５０］。 景观破碎化会直接影响物种迁移和基因流动，降低生态系统对扰动的整体抵抗能力［５１］。 在钱江源

国家公园生态风险受体的中、高生态风险区域，由于农业开垦、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及村庄扩张等人为活动的

叠加作用，其景观破碎度和分离度指数显著增加。 原本连续而完整的生态斑块逐渐被人为干扰分割成小面

积、空间孤立的斑块群，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物种迁移和基因交流能力，并进一步削弱生态系统对外部扰动

的适应性和抵抗能力。 加之，单一类型土地利用（如耕地和建筑用地）占主导地位时，区域生境异质性显著降

低，从而增加了生态风险受体对外部环境干扰的敏感性，继而可能导致局部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增强。
值得强调的是，在钱江源国家公园的西部与南部边界的区域，本研究观察到了明显的边界效应现象，即来

自周边区域村镇扩张和外来物种入侵等人类活动，借助污染物的跨界传输或入侵物种扩散，对该区域的生态

系统产生了显著的复合干扰。 这与 Ｈｅｒａｓ 等学者在生态保护区管理中提出的边界效应概念［５２］高度吻合。 即

跨区域的外部干扰不仅仅影响生态环境本身，还可能引起生态系统内部不同生物层次上的负面反馈，如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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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降低、生态服务功能的弱化，甚至是生态退化等连锁反应。
４．１．３　 响应与国家公园生态风险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高响应（低风险和较低风险）地带之所以分布核心保护区域的边缘区域。 这是

由于这些区域通常也会受到较为严格的管理和保护措施，如植被恢复、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等，极大地减少了

外部压力，确保了该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健康。 该区域国家公园社区往往在政府引导下积极实施生态保

护措施，例如控制农田扩展、禁伐区管理和生态农业发展等，政府与社区共同合作，鼓励居民参与生态恢复、物
种保护等工作，形成良好的生态保护文化。 这一现象验证了社区参与在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保护、资源可

持续利用中的正向作用具有一致性的观点［５３—５５］。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低响应（对应高风险）的区域主要受到游憩资源开发和商业化活动的显著负面

影响。 借鉴 Ｐｉｃｋｅｔｔ 和 Ｃａｄｅｎａｓｓｏ 提出的生态扰动累积效应理论［５６］，即人类高强度干扰可迅速突破生态系统

的承载阈值，导致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甚至崩溃。 随着游客数量快速增加以及游憩活动的持续扩张，游客的环

境意识与生态保护教育的不足使其行为对生态环境产生明显扰动。 这种人类活动的集中与持续干扰往往超

出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加剧了局部生态脆弱性。 此外，这些区域旅游活动所带来的复杂环境问题，如旅

游垃圾、餐饮污水排放以及游客行为监管问题等给该区域的生态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 即旅游地生态风险管

理的复杂性在于游客行为的不确定性与管理资源的相对不足［５７］。
４．１．４　 国家公园生态风险及成因机制

国家公园中、高生态风险区域分布在中部的传统利用区和游憩展示区。 究其原因，农业活动的加剧显著

增加了对生态系统的扰动强度。 农业开垦和资源采集等人类活动导致区域土地开发密度显著上升，进而引发

生态斑块的破碎化。 这种生境破碎化现象削弱了生态廊道的连通性功能，从而限制了物种的迁移能力和基因

交流频率，最终导致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的整体下降［５８—５９］。 在高强度周边土地利用与生态管理措施滞后的

双重作用下，生态保育区对外部干扰的敏感性显著增强，表现出显著的边缘效应。 这种效应加剧了生境破碎

化与生物多样性流失，进而引发生态连通性下降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衰减，最终形成复合型生态风险叠加效

应，威胁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稳定性。
此外，该区域土地的高强度开垦与农业、游憩开发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影响。 生态旅游等人类活

动所带来的压力，使这些区域的生态系统更易受到扰动。 同时，传统利用区内高度集约的土地使用方式，加上

化肥与农药的广泛应用，显著提升了土壤与水质污染的风险。 尽管生态系统具备一定的自我修复能力，但在

农业扩张与游憩开发的双重压力下，其恢复能力明显受限，生态服务功能也趋于退化。 这表明，在高强度人类

干扰的背景下，单一的传统生态管理措施难以有效应对日益复杂的生态风险累积效应［６０—６１］。
钱江源国家公园的极低与低生态风险区主要分布于中北部生态保育区及传统利用区，这一空间格局的形

成受以下关键因素调控：从生境条件来看，该区域地处国家公园生态保育核心带，地貌类型以低起伏度山地及

丘陵为主，水文条件优越，为低海拔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等原生植被提供了理想的环境梯度。 这种优越的生

态本底条件使系统维持了较高的生态完整性和恢复力，在面对外部干扰时表现出较强的抗性稳定性和弹性恢

复能力。 这一发现与生态系统自组织理论中关于系统稳态维持机制的论述具有显著的一致性，印证了生态阈

值理论中关于系统稳定性与恢复力的科学认知［６２—６３］。
此外，系统化的生态保护管理体系在区域生态风险调控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管理部门在生态保育区内

实施了多维度的保护策略，包括但不限于：建立游客行为规范体系、设置严格的准入管控机制，以及构建完善

的生态恢复—监测一体化平台。 以齐溪镇与何田乡为代表的重点保护区，通过实施生态补偿机制与社区共管

模式，在确保生态修复工程持续推进的同时，显著提升了社区参与程度。 这种基于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保护

范式，有效增强了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的结构稳定性与功能可持续性，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的优化提供了制度

保障［６４—６５］。
４．２　 结论

（１）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源可划分为人类活动风险源以游憩压力和传统农业干扰为核心驱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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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胁迫风险源则表现为边坡失稳地质灾害、森林火险及松材线虫病害等。 从空间分布来看，高生态风险源

分布面积 １５．４１７ｋｍ２，仅占研究区总面积 ８．５６２％，主要分布在国家公园中南部的传统利用区，其风险危害程度

和空间集聚强度处于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２）生态风险受体和风险响应空间分异特征显著。 生态风险受体的中、高风险区域面积为 ４４．８７８ｋｍ２、１８．

７７３ｋｍ２，集中分布于钱江源国家公园的传统利用区，其呈现典型的水土保持功能衰退、生物连通性降低。 森

林覆盖率不足三重脆弱特征，建议将其纳入重点生态风险监控单元体系。 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响应的

中、高生态风险区域，占比分别为 ３６．９２７％和 １９．１９１％，主要分布于游憩展示区及其缓冲带。 风险响应薄弱环

节呈现出与游憩资源密集区重叠的特征。
（３）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综合评价表明，整体生态风险水平较低，极低和低风险区域面积占公园总

面积的 ５２．７７６％，中风险区域面积为 ５９．０８ｋｍ２，高风险区域面积为 ２５．９５ｋｍ２。 极低和低风险区域集中分布于

生态保育区，反映了该区域良好的生态保护现状与严格的保护管理措施的有效性，生态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的

状态。 中、高风险区域由于受到“自然风险—人类扰动”双重因素的影响，以带状和片状形式镶嵌分布于游憩

展示区和传统利用区。 这种“低风险基底—中高风险镶嵌”的生态风险空间分布格局，揭示了人类活动强度

与生态风险等级可能存在的空间耦合关系。

５　 管理启示与局限

５．１　 管理启示

５．１．１　 高风险区域的管理启示

本研究揭示钱江源国家公园高生态风险区具有显著空间分异特征，主要分布于高生态风险区域主要分布

于中部传统利用区、部分保育区及其南部边缘地带，其风险形成机制涉及多源干扰的级联效应。 建议构建

“风险预警⁃过程阻断⁃系统恢复”的适应性管理框架：（１）建立生态阈值约束下的空间管制机制。 基于景观遗

传学原理优化生态安全格局，通过干扰敏感区划与活动强度梯度管控，维持关键生态过程的完整性。 （２）构
建多源立体感知网络。 集成 ＩｎＳＡＲ 地表形变监测、声景特征识别与环境 ＤＮＡ 生物监测技术，建立融合地质稳

定性指数、生物干扰强度及生态过程完整性的多维度国家公园生态风险预警模型。 （３）创新循环型环境治理

范式。 开发基于人工湿地⁃微生物燃料电池的模块化污水处理系统，运用区块链赋能的固废全生命周期追踪

技术，并通过 ＡＲ 环境教育平台可视化展示国家公园物质代谢路径与生态响应过程。 （４）实施认知⁃行为协同

干预策略。 构建包含生态足迹实时反馈系统与保护行为激励机制的国家公园访客管理模式，建立基于社区环

境契约的共管机制，强化风险传导链关键节点的社会⁃生态耦合治理能力。
５．１．２　 中风险区域的管理启示

本研究揭示钱江源国家公园中度风险区呈现空间异质性特征，主要集中分布在中部传统利用区和部分保

育区，其生态风险源于游憩活动、农业耕作等人类活动干扰与自然胁迫的复合叠加效应。 建议采用“生态修

复⁃过程调控⁃协同治理”的韧性管理框架：（１）实施多尺度生态安全格局优化。 针对受损水陆交错带与退化生

态系统，开展基于水生态修复工程与退化林分近自然修复的生态完整性重构，重点提升系统自组织能力与灾

害弹性。 （２）构建动态适应性管控体系。 集成遥感监测与地面验证相结合的多尺度诊断技术，建立包含森林

火险蔓延模型、病虫害传播动力学模型及入侵物种扩散预测模型的复合型生态灾害预警系统。 （３）发展生态

阈值约束下的服务供给模式。 基于景观敏感度评估建立游客容量动态分配模型，通过时空错峰导引与解说教

育系统耦合作用，实现游憩服务供给与生态韧性阈值的动态平衡。 （４）创新社区共治激励机制。 设计基于生

态系统服务流核算的差异化补偿标准，构建包含碳汇交易、生态产品认证等多维度的利益共享机制，并通过社

区生态管护员制度强化在地化治理效能。
５．１．３　 极低和低风险区域的管理启示

本研究结果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北部及中部核心保育区作为低生态风险区域，需实施“生态保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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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适应性利用”三位一体管理模式：（１）建立多源异构生态感知网络。 基于高光谱成像无人机、微生物组

传感器阵列及声景监测节点构建空间连续监测体系，通过多模态数据融合实现植被群落演替、土壤微生物功

能及动物声景特征等国家公园多维生态参数的实时动态捕获。 （２）发展国家公园社区共管型生态经济模式。
运用生态补偿机制引导社区参与替代生计发展，重点培育林下经济复合经营、生态产品认证等绿色产业，建立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流核算的利益分配机制。 （３）构建多维度生态服务产品体系。 依据生态承载力评估结果，
开发包含生物多样性观测廊道、地质遗迹研学线路、文化生态解说系统等模块的生态游憩体验产品谱系，实现

游憩价值与生态完整性的协同增益。 （４）完善环境准入标准体系。 建立涵盖水质阈值、噪声容限及生物干扰

指数的环境基准，采用人工湿地耦合膜生物反应器的分布式污水处理技术，以及基于热解气化的固废分类处

置技术，形成旅游活动负面清单管控机制。
５．２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多源异构数据融合与多维度指标体系构建，实现了钱江源国家公园生态风险的系统评估。 需

要指出的是，部分指标体系的精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可能对评估结果的生态学解释力产生边际影响。 后续

研究需着力完善一体化监测网络，运用遥感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算法等前沿技术，建立关键生态系统参数的实

时反演模型，以增强风险识别的时空分辨率与预测效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侧重生态风险的空间分

异特征解析，而对国家公园生态风险时空异质性及其演变机理的解析尚不系统，尤其在复合型气候胁迫与扰

动因子的耦合效应模拟方面存在研究缺口。 建议后续构建耦合过程模型与情景分析框架，发展具有生态过程

解释力的国家公园动态风险评估范式。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本研究结论具备区域参考价值，但鉴于国家公园

治理体系存在显著的制度异质性，其应用转化需结合区域生态系统特征与管理范式进行适应性优化。 建议加

强跨境生态安全协同研究，通过建立多尺度案例数据库与机器学习模型，系统识别跨国界国家公园生态风险

传导机制，进而形成具有空间可移植性的生态安全防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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